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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图书馆法》第 41 条赋予公共图书馆古籍开发利用权。但是，在学术理论及司法实践中，对古籍开发

过程中所形成的古籍整理成果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却引起了巨大争议，进而如何利用古籍整理成果传承和发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也成为难点。当前，我国将要制定《古籍保护条例》，然而该条例在名称上相对忽略了古籍开发利

用的问题，其名称宜修改为《古籍保护与开发条例》。同时，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应当通过制定《公共图书馆古

籍整理成果著作权保护与利用指南》等文件，指导公共图书馆遵循著作权法上的“独创性”标准等司法基准，推

进古籍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以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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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中提出：“国家实施国家古籍保护工程，完善国家珍贵

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定制度，加强中

华文化典籍整理编纂出版工作。”古籍的整理、出版和

研究利用等问题，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

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涉及很多的法律问题，尤其是

著作权问题，如果未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不仅会阻碍

古籍的开发利用，更可能阻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和发展。当前，我国正在制定《古籍保护条例》。然

而，我国在古籍的保护中，忽略了古籍开发利用问题，

也相对忽略了特定古籍整理成果的文化安全保护问

题。因此，我国公共图书馆在古籍开发利用中尤其需

要预先筹划，妥善处理其中的著作权问题。 

 

一、中国古籍整理成果的著作权 
法律争议 

 

古籍的整理与开发是古籍传播、利用的重要途径，

而古籍的整理者与开发者本身并不享有古籍的著作

权。但是，古籍整理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劳动。如果法

律未能妥善保护古籍研究者的智力劳动成果，则势必 

影响中国古籍开发整理的进程。如果对古籍整理成果

完全按照著作权法上的原创作品予以保护，却又不利

于古籍的推广和利用。因此，如何处理古籍整理者、

开发者与利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确保私人利益与公

共利益的平衡，乃是中国古籍整理开发中的法律难题。 

(一) “古籍整理成果不应保护”论 

我国《著作权法》第 12 条规定:“改编、翻译、

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

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

原作品的权利。”“古籍整理”行为是否具有独创性，

是古籍整理成果能否受到著作权保护，乃至构成《著

作权法》中的“演绎作品”的关键因素之一。胡康生

先生认为：“对内容零散、层次不清的已有文字作品或

材料进行条理化、系统化的加工，如古籍的校点、补

遗等，并不产生演绎作品。”[1]在“周锡山诉陆林、凤

凰出版社和上海图书公司一案”中，上海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 2013 年在“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 41 号民

事判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4 年在“沪高民三

(知)终字第 10 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古籍点校中

就古籍底本和校本的选取，反映的是作者本人的文学

素养、知识积累，就古籍底本和校本的选取属于作者

思想的体现，而并非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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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籍进行标点和分段，是在遵循古籍原意的前提下，

为方便现代人阅读，根据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在涉案古

籍中已有断句之处使用现代汉语中的标点加以标识或

进行分段，故在古籍中加入标点或进行分段仅是便于

读者对原作品进行理解并未改变原作品的表达，也未

产生新的表达，标点和分段更接近于思想而非独创性

的表达。”在“郑福臣诉大众文艺出版社等侵犯著作权

纠纷案”中，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1 年在“朝民

初字第 17229 号判决”中认为：“对内容完整的古籍断

句和标点，是在遵循古籍原意的前提下，为方便现代

人阅读而在古籍中本应该停顿的地方用现代汉语中的

标点加以标识，故在古籍中加入标点并未改变原作品

的表达，也未产生新的表达，因此这种添加标点的行

为并不是著作权法中规定的汇编、改编、翻译、注释、

整理等任何一种演绎行为，也不产生区别于原作品的

新的演绎作品。”可见，在这些司法判例中，底本选择、

加入标点和分段等古籍整理行为，并未被法院纳入“具

有独创性”著作权作品的保护范围。 

由此而言，古籍整理成果未被纳入著作权法的保

护，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其一，古籍整理是一种思

想的表达，古籍整理者选取不同的古籍底本和校本是

古籍整理者个人学术素养、文化水平的体现，古籍整

理者并不会因为古籍底本和校本的选取而产生新的思

想，古籍整理者以还原古籍为目的，而并非创作新的

作品，体现的是原古籍作者的思想，而非古籍整理者

本人的思想[2]。其二，古籍整理的表达具有唯一性，

古籍整理者以恢复古籍的原意为目标，而古籍原作者

真实的原意只能是唯一的，古籍原作者不可能同时在

一部古籍中表达两种不同的含义，因而，古籍整理者

对于古籍整理成果的真实性表达只能是一个，其表达

是一种事实表达，著作权法不保护具有唯一性的事实

表达[3]。其三，古籍整理者对古籍的编排也是以恢复

古籍的原有编排为目标，而原有的编排和设计也是唯

一的，古籍整理者并未对古籍的编排进行具有独创性

的整合和设计，因而古籍整理成果也不属于演绎或者

汇编作品。其四，给予古籍整理成果以著作权保护，

会使得少部分人垄断古籍的开发权益，不利于推进古

籍的研究。其五，古籍作品多数已不在著作权的保护

期限内，是社会公众的共同财富，给予古籍作品以著

作权保护，无法有效平衡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

的公共利益。 

(二) “古籍整理成果应受保护”论 

当然，亦有不少学者主张古籍整理成果具有“独

创性”，进而认为它可以归属于著作权法上的“演绎作

品”。张今认为：“古籍整理需要将古籍中内容残缺、

逻辑不清、格式混乱的原作品进行规范化、系统化的

整理，古籍整理者在古籍整理中通过对古籍进行注释、

校勘等方式进行古籍加工整合，而形成了便于现代人

阅读和研究的新作品。古籍整理是在整理古籍原作的

基础上，对古籍的选择、排列、设计等进行安排，体

现了古籍整理者的智力创作，属于演绎作品中的整理

作品。”[4]另外，也有学者如王迁认为：“《保护文学艺

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第 12 条确立了文艺作品的改编和

整理权，但是公约中规定的改编必须在原有的作品中

形成新的作品。以复原原作品的改编不属于该公约中

的改编。如果给与古籍整理者以演绎作品保护，这将

会损害原著作者的权利。”[5]尽管学者之间还存在巨大

争议，法院已经在司法审判中就古籍整理问题作出了

系列的重要判决。譬如，在“中华书局有限公司(简称

中华书局公司)与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国学时代公司)著作权纠纷一案”中，北京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2 年在“一中民终字第 14243

号判决”中认为：“古籍点校工作专业性极强，要求点

校者具有渊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和深厚的国学功底，

并非普通人可以轻易胜任。点校行为并非简单的劳务

或技巧，而是需要付出大量的创造性智力劳动。针对

同一部古籍，不同的点校者进行点校后形成的点校作

品可能并不完全相同，这体现了不同点校者的判断和

选择。点校行为最终产生了与古籍有差异的、新的作

品形式。对古籍点校作品给予程度适当的保护，不仅

能有效保护在先古籍点校者的创造性智力劳动，亦能

激励后来者不断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开展古籍点校

工作。”可见，古籍的整理是一项非常专业的智力创作

活动，古籍整理者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其形

成的作品实质上不可能与原作品完全一致，应当将其

纳入“具有独创性”著作权作品的保护范围。 

由此可知，认为古籍整理成果具有著作权，应当

受著作权法的保护，主要有以下理由：其一，古籍整

理是一种独创性表达，不同古籍整理者的学术素养、

学术功底会有所差异，其所选取的古籍底本和校本也

会有所不同，因而其整理出来的古籍作品的表达也会

具有多样性，其整理出的古籍作品实质上不可能和古

籍原作品完全一致。同时，将内容不完整、逻辑不清

晰的古籍进行整理，使其内容完整、逻辑清晰，这需

要古籍整理者的智力创造，而这实际上已经是古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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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者的独创性表达[6]。其二，古籍整理成果的表达具

有多样性，古籍整理者虽然以恢复古籍的原意为目标，

但不同的古籍整理者理解古籍作者的原意会有所不

同，因而不同的古籍整理作者对古籍整理成果会产生

不同的表达，而并非只有一种表达[7]。其三，古籍整

理者对古籍的编排实际上融入了自己的创作，原有的

古籍残本已经不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古籍整理者

必须对古籍作品进行新的设计和安排，以便于现代人

阅读，而不同的古籍整理者的编排设计也会有所差异，

因而这种古籍整理成果可作为汇编或者演绎作品进行

保护。其四，著作权设立之目的，在于鼓励社会公众

创作作品，平衡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古籍整理者对古籍进行整理，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不给古籍整理成果以著作权保护，难以激励古籍

整理者开发利用古籍，不符合《著作权法》第 1 条之

立法目的。其五，给予古籍整理成果以著作权保护，

并不一定会造成古籍开发权的垄断，这实际上有利于

推动古籍整理者以历史和发展的眼光开发古籍，实现

古籍整理和开发工作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二、中国古籍整理成果的著作权保护 
与利用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在

古籍整理成果是否具有独创性，因而是否可以纳入著

作权保护范围等问题上，还存在相当多的争议。进而

言之，古籍的保护与开发，首先需要厘清其能否受著

作权法的保护和哪些作品可以受著作权法的保护等问

题，才能避免法律风险与市场风险，顺利推进古籍整

理开发事业。同时，鉴于司法裁判中存在的巨大争议，

有必要及时推进古籍整理成果著作权保护的立法，以

有效平衡古籍整理者、古籍利用者和社会公众之间的

利益。 

(一) 古籍整理成果独创性之司法认定 

依据我国《著作权法》与《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之规定，作品是否具有“独创性”乃是其能否受到法

律保护之关键。但是，我国《著作权法》中并未对独

创性的定义进行较为明晰的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

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5 年)摘要》中，最高人民

法院指出：“作品的独创性应体现在作品的表达方式而

非思想或观点之中，具有独创性的表达方式应由作者

独立完成且不同以往。”在 2016 年“再审申请人孙新

争与被申请人马居奎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中，最高

人民法院指出：“如果智力成果在表现形式上是唯一

的，无法体现与已有作品存在的差异，即不符合著作

权法关于独创性的要求。智力劳动成果必须借助特定

形式为他人知晓和确定，是作品在表现形式上的应有

之义。”由此可见，作品的独创性之司法认定，主要视

其表达方式而定；而作品与已有作品的差异性，乃是

作品具有独创性之最低限度之要求。有学者认为，法

官通常可以采用“三步法”，对作品之最低程度的创作

性予以认定：第一，“抽象法”，即将作品中不受保护

的思想抽离出去，而对表达进行保护；第二，“过滤法”，

即滤去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第三，“对比法”，即将

需要认定的作品进行比对，以确定作品是否具有独创

性[8]。也有学者对 2012 年至 2014 年关于“独创性”

认定的 28 个典型案件予以概括，认为认定独创性的司

法标准共有四种：是否表达出作者的个性？是否为自

主意识下的选择、组织和加工？是否影响公有领域？

是否具有新颖性？等等[9]。由于作品创作的方式与形

态千差万别，所谓“独创性”之司法认定，难以有统

一标准。不过，所谓“独创性”之具备，当以作品具

有与此前作品的差异性为基本条件，故而司法机关通

常可适用“对比法”予以甄别。 

古籍整理成果的独创性认定，当然需要遵守独创

性判断的一般原理。著作权法对古籍整理成果的保护，

是保护其独特的表达形式，主要体现为对古籍的断句、

校勘、编排、设计与解释，等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申报评审暂行办法》规定：“《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

主要收录范围是 1912 年以前书写或印刷的，以中国古

典装帧形式存在，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

珍贵古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可视具体情况适当放

宽。”从这种意义上讲，古籍多数已经进入公有领域，

除古籍作者的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权利以外，

古籍本身不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但是，从五四运动

开始，尤其是 1956 年国务院通过《汉字简化方案》以

后，中国文字作品的表达方式、书写习惯等，都已经

发生了很大的变革。因而，古籍整理成果的独创性之

认定，需要从古籍与古籍整理成果之间的差异性，尤

其是各部古籍整理成果相互之间的差异性予以甄别与

判断。在这一过程中，古籍整理成果可能需要应用校

雠学、校勘学等特定之方法论及规则。因而，对古籍

整理成果独创性之认定，特定案件中可以借助于校雠

学、校勘学专家对此类方法应用的鉴定结论，以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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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品独创性之有无，以及侵权行为之是否存在。 

(二) 古籍整理成果著作权保护之必要性 

如前文所言，因为文字语音、语义的历史变迁，

我国历代都有古籍整理活动，并因此而形成了一门专

学即“校雠学”或“校勘学”。此种“整理”，并非简

单的文字校正工作。“清儒言校读古书，当审谛十事：

通训诂，一也。定句读，二也。征故实，三也。校异

同，四也。订羡夺，五也。辨声假，六也。正错误，

七也。援旁证，八也。辑逸文，九也。稽篇目，十也。

此十事限于校勘学，可用之以分理群籍，而合理群籍

之法不预也。”[10]可见，古籍整理的“校雠工作”或

者“校勘工作”，乃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智力劳动，并非

简单的“底本选择”或者“加注标点”等行为。实际

上，自 20 世纪初“白话文运动”兴起、新中国成立以

后逐步推行简体字以来，因语言文字、表达方式之重

大变迁，古籍整理就不仅仅是简单的“恢复原意”，而

是“按照当代中国人的理解方式再现古籍的‘原意’”。

因此，2011 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海民初字第

12761 号判决书”中明确指出：“由于传承至今的残损

问题、各个底本彼此不一致等原因，尤其是因为古籍

底本并没有采取分段、加注标点的书面表达方式，古

籍作品的真实原意已经无从知晓。面对存在残损、各

个底本彼此矛盾且无分段和标点的古籍底本，点校者

实际上是在用分段、加注标点和字句修正的方式对于

其所理解的古籍作品的原意进行表达。”这一判决断言

“古籍作品的原意已经无从知晓”，固然有所不妥，但

是其认为点校者乃是在对“自己理解的古籍原意进行

表达”，因而古籍整理成果乃是具有独创性的作品。这

一论点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从历史上看，古籍整理开发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文

化发展中一直就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先秦时期孔子著

《春秋》，“叙而不作”却“微言大义”；汉代刘向父子

创立“校雠学”，产生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学术之

争；魏晋南北朝乃至唐宋元明清，几乎每一个朝代都

会重新整理和开发古籍[11]。这不仅代表着学统的重

构，也蕴含着学统对政统的适应，乃是学术研究与王

朝政治的互动。在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主要依靠经

典文献垄断政治话语权与学术话语权，因而校雠学的

考证方法及古籍整理、译注等事务备受推崇。由此，

就古籍整理开发而言，古籍承载的知识、储存的价值

不仅在于创新，更在于通过注解传统经典，重新诠释

文化传统，引导当今时代的人民在本民族文化的基础

上重新理解历史与社会，以继承和发展中华传统优秀

文化。当然，在知识日新月异的时代，古籍整理或许

失去了中国古代社会中关乎“政治合法性”等价值。

不过，古籍整理与开发乃关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发展与创造性转换及应用，其重要意义在当今时代依

然不容小觑[12]。赋予古籍整理成果著作权保护，将会

极大地推动中国古籍创造性转化，促进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三、完善中国古籍整理成果著作权 
保护的对策 

 

我国拥有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留下了无数珍贵

文献，其中大量文献都储藏在公共图书馆内。以国家

图书馆为例，我国国家图书馆继承了南宋缉熙殿、元

翰林国史院、明文渊阁、清内阁大库等皇家珍藏，以

及明清以来众多私人藏书家的珍藏古籍，总计近 3 万

部。公共图书馆代表国家行使这些古籍的所有权和管

理权，其虽然不享有古籍的著作权，但在整理古籍过

程中产生的劳动成果，却应受到著作权等法律的保护。

古籍的整理和开发也蕴含着巨大的政治、商业利益，

需要国家从立法上予以妥善规划和严密保护。 

(一) 明确古籍整理成果保护、开发和利用并重的

法律原则 

早在 2007 年，国务院办公厅即发布了《关于进一

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正式启动，从而明确了古籍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目

标和原则。2007 年 4 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建立由文

化和旅游部牵头，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科技部、

国家民委、新闻出版总署、宗教局、文物局等部门共

同建立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联席会议

办公室设在文化和旅游部。2011 年，《文化和旅游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要

推进古籍保护工作标准规范的建设，研究制定《古籍

保护条例》。”2017 年 9 月，文化和旅游部公布《“十

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要求积极推进国

家古籍保护立法工作，争取尽早纳入国家立法计划。

2017 年 12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

委员会《关于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中明确：“文化和旅游部已委托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组织

专家研究起草了古籍保护条例(初稿)，正在积极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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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的出台。”当前我国《古籍保护条例(初稿)》一直

未经官方公布，但是古籍的保护与开发已经迫在眉睫。 

在知识产权法学者看来，“知识概念中储存的价值

就是促进创新，促进创新也是知识产权制度的灵魂和

终极目标，或者说是知识产权制度的社会功能”[13]。

而从古籍整理与开发的视角来看，中国国家图书馆等

公共图书馆拥有大量优质的古籍资源，其通过古籍整

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可能具有诠释传统文化经

典的传承性与权威性，因而能指示人民从文化经典的

阅读中重新寻求文化共识，乃至形成社会共识、政治

共识。此为传统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制度所忽略的重要

权能，在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更应当引起重视。因而，

作为国家储存古籍的重要文化机构即公共图书馆，在

古籍整理过程中须遵循古籍保护、开发和利用并重的

原则，妥善处理古籍整理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与运营

问题，才可使古籍整理工作具有更为崇高的社会价值

与政治功能。 

(二) 制定《古籍保护与开发条例》，明确对古籍

整理成果的著作权保护 

第一，明确对古籍整理成果著作权保护的原则。

2017 年 11 月 4 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

馆法》第 41 条规定：“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应当加

强馆内古籍的保护，根据自身条件采用数字化、影印

或者缩微技术等推进古籍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

并通过巡回展览、公益性讲座、善本再造、创意产品

开发等方式，加强古籍宣传，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这一条款说明，“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古籍”

已经成为公共图书馆的法定职责，我国古籍立法的价

值导向不能仅仅强调保护，而应该是“保护”与“开

发利用”并重。因而，前述文化和旅游部委托古籍保

护中心制定的《古籍保护条例(初稿)》宜更名为《古

籍保护与开发条例》。而古籍的“开发利用”则必然涉

及著作权的保护和利用，因而应当在《古籍保护与开

发条例》中设立专门条款，明确对具有独创性的古籍

整理成果的著作权保护。 

第二，明确古籍整理成果开发利用中应当秉承“文

化安全”及著作权保护的双重理念。古籍整理确实没

有禁区，但是古籍开发须有规划；古籍的市场开发与

推广应该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为前提，尤其是不能盲

目、无保留地向国外输出传统文化和传统技艺，尤其

是技术秘密。譬如，为了保护技术秘密，日本政府只

翻译该国的专利摘要，意图用日文来阻隔其他国家的

企业利用其专利技术。近年来，日本还申请了大量中

药专利。如果我们大力推进传统中医药、传统工艺等

古籍的整理和开发，亦可能会导致传统技艺流失等问

题的产生，甚至危及国家文化安全等。因而我们不能

仅仅强调国家要鼓励对古籍的整理、出版和研究，还

需要将“文化安全”明确规定为立法目的，并需要妥

善处理好古籍整理、出版、翻译、研究、推广中的著

作权保护问题。 

第三，明确古籍整理成果著作财产权的政府购买

制度。美国学者戈斯丁认为：“公共政策的两难困境在

于，如果社会不对创造性作品赋予财产权，那么生产

者可以向作品使用者收取的价格就会趋向于零；他们

的收入就会缩减，并且，使之生产出更多作品的积极

性也随之降低。但是，如果社会赋予创造性作品以财

产权，则价格就会提高，从而作品所产生的信息就只

能为更少部分和更加富裕(或者更为挥霍)的观众或读

者所用，即便该作品可以传播给任何其他人而不会再

产生任何额外成本。”“对此难题的解决办法之一，是

由政府对其认为社会公众所需要的创造性作品进行补

贴，然后将生产出来的作品向社会公众免费发放复制

件。”[14]中国的古籍乃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资源，

自当为全体中国人民所享有。因而，为了鼓励公共图

书馆及古籍研究学者生产更多的优质古籍整理成果，

我国政府可设立“古籍整理开发基金”，资助公共图书

馆及古籍研究学者的古籍整理、开发等工作，并通过

政府采购等方式购买古籍整理成果的著作财产权，或

者将其转化为社会公众可以免费使用的数字文化资

源，并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推动中国古籍整理成果的

传播，传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15]。 

(三) 制定《公共图书馆古籍整理成果著作权保护

与利用指南》 

鉴于公共图书馆在古籍开发整理中面临的诸多著

作权困境，我国需要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总局

等研究制定《公共图书馆古籍整理成果著作权保护与

利用指南》。公共图书馆在古籍整理开发方面的著作权

问题，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如何解释或情景

化其馆藏的经典古籍之内容；二是如何保护古籍整理

过程中形成的著作；三是如何利用古籍整理成果，对

其进行影视、动漫等衍生开发，进而形成市场品牌[16]。

因此，我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整理成果著作权保护与

利用指南》可能会涉及如下内容： 

首先，按古籍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进行分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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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类型化处理古籍作品的著作权问题。第一类是进入

公有领域的古籍作品。1912 年以前的古籍多数已经进

入公有领域，古籍的财产权利不再受到著作权法的保

护，但是古籍的署名权、修改权、作品完整保护权等

著作人身权利仍然受著作权法保护。公共图书馆在对

进入公有领域的古籍进行开发利用时，应当注重保护

作者的著作人身权利。第二类是未进入公有领域的古

籍作品。我国《著作权法》第 32 条规定，著作权的财

产权利保护期限为作者死后 50 年。也就是说，1912

年至今仍然有些古籍在著作权法的保护期限内，因而

公共图书馆在开发利用受著作权保护的古籍时，应当

征得作者或其继承人的同意，避免造成著作权侵权。

第三类是无法确定著作权人的古籍作品。无法确定著

作权人的古籍作品属于“孤儿作品”。对于“孤儿作 

品”，由于无法确定实际权利人，公共图书馆在开发利

用“孤儿作品”时，应当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取得

授权或者在其官方网站发表著作权相关声明，避免  

侵权。 

其次，鼓励公共图书馆进行古籍开发利用，保护

古籍整理成果的著作权益。公共图书馆是公共文化机

构，公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是古籍开发利用中的重要

主体。我国应当允许公共图书馆具备相关知识和技能

的人员在履行岗位职责、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经

单位批准，到本单位附属企业或合作设立的企业兼职

从事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经营活动；允许公共图书馆自

主投资设立经营性企业或通过知识产权作价入股等方

式与社会力量合资合作设立企业，从事文化创意产品

开发经营，因此而形成的著作财产权可以通过合同的

方式进行约定。属于职务作品的，由图书馆对著作权

利进行约定，并由公共图书馆进行授权。同时，对开

发利用古籍整理成果的著作权人应当设立相应的激励

机制，著作权属于集体的，应当给予古籍整理人员相

应的报酬。我国还应当支持已成立文化创意产品开发

独立法人企业的公共图书馆或者内设的机构，改革完

善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度，将绩效工资总量核定与古

籍整理成果所产生的绩效挂钩，并可在绩效工资总量

中对在开发设计、经营管理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人

员按规定予以奖励等。 

最后，明确公共图书馆利用古籍整理成果著作权

的路径，传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我国《公共

图书馆法》第 41 条明确了公共图书馆可以对古籍进行

开发，目的在于加强古籍宣传及传承发展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由此而言，公共图书馆进行古籍开发，形成

著作权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获得经济利益，更多地体现

在公共图书馆需履行其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法定

职能。因而，公共图书馆可以通过著作权授权等方式，

将古籍整理成果出版或者改编成影视、动漫等作品，

所获得的著作收益应当用于图书馆的馆藏等公益事业

之中。对于具有重大教育意义的古籍整理成果，公共

图书馆应当向社会公开传播，使得公众能够免费获取

作品，公共图书馆能有效履行其法律赋予的公益职能。 
 

四、结论 
 

古籍整理成果是否具有独创性，是其能否受著作

权法保护的关键。认同古籍整理成果具有独创性并受

著作权法保护的观点认为，不同的古籍整理者对古籍

原意的理解会有所不同，进而使得古籍整理成果具有

最低程度的独创性和表达的多样性，对古籍整理成果

进行保护，可以激励对古籍的开发利用，传承和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认同古籍整理成果具有独创性

因而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观点认为，古籍整理成果以

还原古籍的原意为目的，而真实的原意只有一个，因

而古籍整理成果的表达是一种事实表达，事实表达不

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尽管古籍整理成果的著作权保护

争议极大，但是古籍的整理开发关涉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和发展，必须加速推进。因此，我国应该在

将要制定的《古籍保护条例》中对此预先筹划和安排，

指导公共图书馆进行古籍的开发和利用，系统化和体

系化地保护古籍整理成果的著作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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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41st Article of Public Library Law entitles libraries to exploit and explore ancient books. However, in 

academic theories and judicial practices，it arouses huge controversies over the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on the 

compiled ancient books, which makes it hard to make use of the outcomes in compiling ancient references in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t the present, China will stipulate its Regulati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Books. Nevertheless, Regulations ignores the development and exploitation of classics, which can even be seen 

from the name of the book itself. Therefore, we suggest that a better name can be Regulations for Protec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Classic Books, that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should stipulate some policies such as 

Guideline on the Protec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Classic Books to provide certain guidance to public libraries so that the 

libraries can observe the principle of originality to advance the filing, publication and research of classic books to 

inherit and develop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outcomes of compiled ancient books; property right; originality; public libraries; cultur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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